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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困境》

内容概要

本书从近代中国正统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认识心理与社会心理三个层面上展开分析，考察他们对于异
质文化的排斥态度、极端保守和少数先觉者内心的苦闷与压抑。
作者认为，近代儒家文化缺乏一种在西方挑战面前，进行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难以实现从传统观念
向近代观念的历史转变，从而只能继续以传统为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和陈旧的认识思维框架，来被动
地处理种种事态与危局。由于观念与现实的严重悖离，近代儒家文化从而陷入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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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困境》

作者简介

萧功秦，湖南衡阳人。198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上
海交通大学政治学教授。著有《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中国士大夫与西方挑战》（1986）、《萧功
秦集》（1995）、《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1999）、《与政治浪漫主
义告别》（2001）、《知识分子与观念人》（2002）等专著。
自1980年代以来，萧功秦被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其研究成果在国际学
术界引起广泛反应。研究领域包括：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通史，近代以来中国
思想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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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困境》

精彩短评

1、以前看过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一本
2、几千年儒学的熏染，不是几十年就可以冲刷干净的，流于表面只会让人性的本相藏得更深
3、80年代很多學者寫書都有這種 怒其不爭 的風格
4、作者述的较多，发的较少，且没有多大创见。
5、“他们作为旧文化的牺牲者，却用自己的鲜血，浇灌了将在未来绽开的新文化的花种”
6、就历史写作而言算是深入浅出的典范了，只是群体心理学运用得有些小儿科。
7、认识机制和社会心理学对儒家文化进行分析。地理因素造成的文化发展上的封闭和先进性，认识
方式上的非定义、非确指、不可离析性，对西方文明的“强制同化”和“圣学演绎”式处理，文饰、
曲解、转移等心理防御机制。（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引黑格尔句留个
光明的尾巴）
8、购于武大门口集成旧书店，费价8元。
9、某网友曰：「一边做君子去打压，一边做小人去享受，这就叫儒家文化。中国有几千年儒家文化
的历史，强大的历史惯性，不可能是一两代人就能改变的。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双重标准，对自己酒
池肉林、即时淫乐；对别人礼义廉耻、营造舆论、控制意识形态和道德制高点，号召大家捐血捐钱学
雷锋。」
10、难得的不马克思了 圣学投影思维方式
11、本书中八十年代人的激情和力量显现无遗，读起来很过瘾。书中交叉运用社会心理学、认识心理
学、传播学的理论分析历史问题，饶有趣味。
12、《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萧功秦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一，1986
年12月印三，1.3元，260页，9.2万册。此书属于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该丛书风行于1985年前后。该
书重点考察了近代知识分子、儒家文化机制面对西方文化如何因应的命题。
13、萧老师最好的一本书
14、八十年代的人是有福的，有这样的好书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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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困境》

精彩书评

1、1. 认识方法上的弱点，意会性（非定义性）、模糊性（非确指性）、板块性（不可离析性）。2. 对
西方文明的“强制同化”和“圣学演绎”.。由此导致群体思想上的无法与时俱进（accommodating）
。“文化”vs“文明”“心理”vs “理性思想”
2、我觉得作者的视角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儒家文化本身难道没有异变吗？文化是发展变化
的，如果在外力之下被扭曲，恪守的习俗被强行改变，心中的信仰被抹杀，甚至古今书籍都被篡改，
那么在200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得不到良好的发展进步，反而倒退，还敌不过外来文化的入侵，那是儒家
文化自身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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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困境》

章节试读

1、《儒家文化的困境》的笔记-第1页

        

2、《儒家文化的困境》的笔记-第145页

        在对洋务派的危机意识、避害反应，以及“中体西用”的思想作了上述分析之后，下面，我们就
可以进而对洋务派士大夫与日本明治维新人士各自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进行一番比较了。这种比较将有
助于认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念的消极性，并有助于理解，中国与日本承受西方挑战冲击之后的
不同选择，何以会影响两国未来的发展及两个东方国家近代化过程的不同的历史命运。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倡导明治维新运动的日本知识阶层学习西方，并不单纯是受那种内涵狭隘的
避害动机的驱使。他们的动机中更多的成分乃是基于广泛的文化比较以及基于这种比较而做出的选择
。我们可以从日本明治时代思想先驱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中明显地看到这一特点。

　　福泽谕吉在该书第一章里，就明确地说，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可以通过开化程度的高低来进
行横向的比较，人们可以通过这一比较来发现孰优孰劣。他指出，正如一切事物的长短、轻重、是非
、善恶都是相对的一样，世界上各种文明的开化程度也是相对的。福泽氏用“文明开化的相对性”这
一概念作为分类的标准，把当时的欧洲各国与美国判识为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把土耳其、中国、日
本等亚洲国家判识为半文明国家；把非洲、澳洲地区的一些国家判识为野蛮国家。这样，就把当时世
界上各自独立发展的民族文明，分别归类到由低到高排列的作为“人类必经的阶段”的文明发展序列
之中。这种序列分类的结果，使多元化的文明可以用进化程度这一尺度进行横向的比较，从而在总体
上确立了处于“半文明”类型的日本，必须以西洋各国的更先进、更发达的近代文明作为自己全面效
仿榜样的结论。正因为如此，福泽氏直率地表示：“稍识事理的人，对事理懂得越透彻，越能洞悉本
国的情况，⋯⋯也就越觉得自己国家远不如西洋，而感到忧虑不安。于是有的就想效仿西洋，有的就
想发愤图强以与西洋并驾齐驱。”

　　同时，福泽氏根据这种“开化的相对性”指出：西方国家对于未来尽善尽美的社会来说，仍然是
相对野蛮的。“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

　　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福泽谕吉把世界多元化的文化简单地纳入一个单线发展的进化序列之中来
加以评价．固然是忽视了各文明发展的独立性，因而也是失之于简陋的。但是这种思想方法，却使他
敏锐地把握了“现代欧洲文明”是“现在人类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这一客观现实，并成功地
摆脱了自我中心的文化意识，克服了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尺度来评价异域文化的习惯性的心理屏
障。由于这一心理屏障的克服，从而使福泽谕吉顺利地达到这样一个富有远见的结论：“现在世界各
国，即使处于野蛮状态或是还处于半开化地位，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
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以欧洲文明为目标，这就是结论。这也是日本民族对西方挑战作出的选择。

　　如果我们把福泽氏在《文明论概略》中提出的“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思想与中国的洋务派提出
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双方有两点重大的区别。

　　首先，日本明治维新人士“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思想，把西洋文明视为比日本固有文明更高的
发展阶段。基于这一认识就能够确立起全方位地仿效西洋文明的基本战略目标，并把西洋近代政治制
度、宪法、法律、教育、学术思想、科学技术、军事技艺与装备视为彼此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福泽
谕吉在《文明论概略》里就曾指出：在学习西方文明时，人们首先应注意的是其中“一种无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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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困境》

”，“这种无形的东西是很难形容的。如果把它培养起来，就能包罗天地万物”。他把这种东西称为
“文明的精神”。他认为．“使欧亚两洲情况相差悬殊的就是这个文明的精神。”因此，福泽氏提出
，“不应单纯地仿效（西洋）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这些论
断中反映的正是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明治维新人士把西洋文明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思
想。

　　全方位地学习和仿效西洋文明，并把西洋文明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正是日本明治维新的
基本精神。正因为如此，我们会惊异地发现，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那些最早踏上欧洲土地的日本
明治维新志士，一开始就以战略的远见，从整体上学习西方文明人手，去寻求登堂人室的门径，并且
很快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西欧政治制度，法律与学术、教育这些处于文明更基本的层次上。郭嵩焘从伦
敦给李鸿章的信中，曾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到这一点：

　　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九十人，嵩焘所见二十余人，皆能英
语。有名长冈良艺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爵，亦在此学习律法。其户部尚书某，至奉使
谋求经制出入，谋尽力仿效行之⋯⋯而学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

　　其结果，日本不失时机地、迅速而有成效地从西方吸取了对自己未来发展有价值的各种先进东西
。他们一面采用西方近代工业、科学、铁路，一面又按西方模型创造了新币制和银行制度；他们在创
办商船公司、电报局、邮政局的同时，又制订了一个有议会和内阁的宪法；他们既按西方模式改组了
陆海军，另一方面，又建立起在诸多方面效仿欧美的教育制度。经过若干年的奋发努力，这个在地理
上离欧洲更远，承受西方挑战的刺激比中国为时更晚的东方国家，这个历来被中国士大夫视为微不足
道的“蕞尔小国”，便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与欧美并驾齐驱。李鸿章在同治三年就曾怀着妒羡而又忧
虑的心情写道：“夫今之日本，即明之楼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
窥伺西人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数。”甲午战争的结果，使李鸿章这一超越
同时代中国人的见解不幸而言中。

　　与明治维新派“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思想不同，在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模式中，洋务派
仍然把中国固有的礼乐教化的儒家文明视为天下（或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西方文明因而在他们看
来决不是中国全面效仿和学习的对象。危机一一避害意识产生的自卫要求，只能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
到西方军事技艺和器械制造这些特殊的方面，在圣人之道至高至善的信念的束缚下，促使他们必然地
把西洋的军事技艺、器械制造视为可以与西洋并不高明的政俗教化完全分割的东西。西学也仅仅在“
师夷之长以制夷”这一特定的功能意义上．作为自卫工具才具有学习价值。我们只需例举洋务派的另
一首领张之洞的下述论断，便可以看到洋务派对西方文明的价值判断是何等的偏枯：

　　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其礼
教政俗，已不免于夷狄之陋，学术义理之微，则非彼所能梦见矣。

　　以这种态度来制定学习西方的战略，自然是免不了琐碎、狭隘和急功近利。这种肤浅的基本指导
思想，对洋务运动自身的发展无疑将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其次，如果把明治维新派“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思想与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相比较，我
们便会发现两者在国民中所激发起来的对西洋文明的情绪态度有着明显的不同。

　　“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指导思想，有助于激发日本民众中学习西洋文明的由衷的热情。因为，
既然西洋文明从整体上被判识为一种处于更高阶段的文明，那么，处于“半文明”阶段的日本向这一
更高阶段迈进的任何努力，都能顺应民众企求更文明的社会生活的期待，契合一个民族向往进步的社
会心理。福泽谕吉曾如此描绘了当时日本民众中普遍洋溢的学习西洋文明的热情：

　　我国人民骤然接触到这种迥然不同的（西方）新鲜事物⋯⋯这好比烈火突然接触到冷水一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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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困境》

仅在人们的精神上掀起波澜，而且还必然要渗透到人们内心深处，引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骚乱。⋯⋯
这种骚乱是全国人民向文明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固有文明而要求汲取西洋文明的热
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种主动积极地学习西洋文明的国民热情是以理性上把西洋文明视为文明更高阶段的认识为基础
的，也是与这种认识有机地相互依存的。这种主动学习和效仿西洋文明的精神一旦从明治维新时代的
知识阶层中扩展到一般国民中，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一股上下交互激荡的社会思潮力量。吉田茂在《激
荡的百年史》中写道：“在领导者决定开放门户，汲取西方文明之后，一般国民对此不仅没有抵抗，
反而采取了欣然引进西方文明态度，而且有一段时间，甚至轻视日本固有的文化遗产，认为新东西什
么都好。”同一作者还告诉我们，在当时，“文明开化”一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口头禅。社会上
出现了种种活跃的议论，从主张废除汉字、进行文字改革．提倡吃牛肉、喝牛奶，到提倡与外国女子
结婚，以改良日本国民的体质，这些议论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一般日本国民对西洋文明的热烈醉心态
度。

　　尽管这种过分醉心西洋文明的态度也会带来另外一些新的弊端，但是．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这种强有力的社会潮流，对于排除守旧社会心理的障碍和阻力，推动日本的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有着毋
庸置疑的积极作用。而且，对于日本民族来说，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这种“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价
值观念顺利地成为占社会上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取向，从而使日本能不失时机地汲取西方近代先进文
化，并且较快取得明显的社会效果，其结果，反过来又使人们更深、更具体地理解了西洋文明的种种
优越性。这又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国民一心一意地汲取这种文明的热情。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开放—
积极理解—开放”的良性循环。这种社会政策与社会心理之间的积极的正反馈过程的出现，很大程度
上可以解释明治维新以后，排外的社会思潮为什么没有在日本崛起。

　　在中国，情况与日本恰恰形成鲜明对比。

　　正如我们在前面业已分析过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那些自认为礼乐教化至善至
美的中国士大夫从避害意识角度对西方文化的一种消极反应。其中还包含着对异己的西洋文明的“功
利末技”的欲拒还迎的矛盾心理和不得已的屈尊心理。当洋务派士大夫们本身就受这种心理支配的时
候，他们是决不可能在中国的庶民百姓中激发起像日本国民中那样强烈而由衷的学习西方文明的热情
的。在日本，明治维新派学习西洋文明，是为了使一个民族实现更高远的社会发展目标，在中国，洋
务派效法西洋诸国，是为了免除这些讨厌的洋夷对天朝构成的外部危机。前者是主动的、积极的；后
者是被迫的、消极的。前者是发自内心的，它激发的是一种对更文明进步的未来社会的憧憬；后者是
不得已的，心不甘、情不愿的，它充其量只是为了求得恢复传统时代的那种盛世（至少对于相当多数
的洋务派来说是如此），即仅仅恢复传统社会的原稳定状态。在相当多的洋务派人士看来，如果不是
出于对洋夷侵凌造成的大变局的忧惧，大清的臣民们本来是不必为“师夷之长以制夷”去操心费神的
。处于这种苦涩的心态之中，洋务派尽管掌有封疆大吏的实权，他们也决不可能理直气壮地伸张自己
的见解，回击国粹派的指责，更不用说像福泽谕吉那样去教育自己的民众了。

　　中国民众对西学的社会心态，也与日本国民的心态有极大的不同。中国士大夫和一般百姓，对西
洋文明不是极度的排斥、鄙视轻蔑，就是极度的冷漠。自明代以来，中国士大夫不知外情而又自尊自
大，除自己的礼乐教化以外，来自外洋者一概以“洋鬼子”、“番鬼”称之。自明正德以来，葡萄牙
人被视为“西洋鬼”，红发碧眼的英国人被中国人称之为“红毛鬼”；为了对日渐增多的欧洲“红毛
鬼”加以区别，又进一步以其国旗有花者为“花旗鬼”，语言发音与英美杂然不同者则称之为“杂港
鬼”，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五花八门的“鬼”的鄙称，决不能简单地视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
”的表现，其中也渗透着一种尊己卑人的心理定势或心理定向反应。这种定向反应一旦与政治、军事
上的挫折感相结合，很容易发展为一种非理性的文化上的排外心态。并恶性地强化了对西洋先进文明
深拒固斥的国粹保守态度。中国社会思潮后来不幸恰恰走上了这一条路途。

　　在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之间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士大夫与一般民众对西洋文明的极度冷漠

Page 8



《儒家文化的困境》

态度，也与日本同一时期在接触西洋文明之后的强烈热情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也许最能反映这种对
比的强烈性的是下面这两个数字了：在日本，福泽谕吉在1866年出版的一本介绍西方文化的书籍立刻
在日本销售了25万册，而在中国，江南制造局从1865年开始译印有关西学的书籍，在此后到甲午战争
前的三十年中，全部销售额合在一起，总计不过为1.3万册。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日本同时期的人口仅为
中国的1/12，其土地面积仅为中国1/25，这一数字对比给人的印象就更为强烈了。人们自然可以从这
些数字中悟出洋务失败与明治维新成功的社会思潮原因。

3、《儒家文化的困境》的笔记-第2页

        

4、《儒家文化的困境》的笔记-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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